数  字  化  生  存

       ——记亚马逊前首席科学家韦思岸博士
《周末画报》2006年4月

陈俊、梁宝琼/文
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生存”？看看韦思岸（Andreas Weigend）就知道。这位可能是全世界最了解互联网用户行为的科学家，分别在旧金山、上海和互联网安了三个家，这三个家连接的是美国与中国、实体与虚拟……
旧金山
有着一头金色卷发的韦思岸是个聪明的德国人，他父亲是一位教数学和物理的老师，因此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进大学念的是物理和电子工程，这两门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最聪明的学生趋之若鹜的专业。
但这两门学科却最终将韦思岸带到另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在收集研究生毕业论文数据的时候，攻读物理学的韦思岸来到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当时，这家聚集了全球水平最高的物理学家的研究所，正在实施一项意义深远的计划——为服务于全球不同大学和研究所的物理学家们建立一个网络，让他们在这个网络上实现远距离的数据交流和信息共享——这正是今天互联网的基础。韦思岸认为，CERN是自己第一次接触互联网的地方。
1986年，韦思岸离开欧洲，远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在斯坦福渡过了令人兴奋的5年，”韦思岸说。在那里，他的研究领域从物理学延伸至计算机科学，同时人生体验业得到极大丰富。“美国几乎聚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人，在他们身上，你能接触到各种各样、极为丰富的世界观……”陷入回忆中的韦思岸依然难掩心中的惊叹。
更重要的是，从斯坦福走出来的人，无不注重科研成果走向真实世界，身上多少具有追求创新、敢于冒险的精神——硅谷和互联网的奇迹正是由这样一批人前赴后继创造的。韦思岸也是如此，1999年，互联网热如火如荼之时，他放下了教鞭，下海参与创办了位于旧金山的MoodLogic。成立这家开发数字音乐管理软件的公司，韦思岸梦想实现如下场景：用户只要动动嘴唇，他想要的音乐犹如流水一样从起居室里、车上和随身的音响里倾泻出来。
从斯坦福毕业后，韦思岸在研究所、大学对人工智能、神经网络及音乐认知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加之自幼养成了拉大提琴的个人爱好，对MoodLogic的创业倾注了全部热情和努力，不仅成功设计出基于音乐感知和数字指纹技术的音乐导航系统，而且为公司制定了如何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互动性来管理和发现音乐的远景和战略。如今，MoodLogic开发的音乐管理软件、搭建的音乐数据库被无数的用户视为最佳选择。
“我终身都将是一名科学家。”拥有浓厚学术背景的韦思岸如此形容自己的个性，因此MoodLogic创业成功后，他并没有选择成为一名企业家，而是继续自己的科研之旅。
上海
韦思岸常说，探索发现有时只是为了意外之喜，而在上海安家便是这样的一连串意外之喜。
2001年，韦思岸在另一家新创企业担任首席科学家时，想邀请一名来自中国的斯坦福学生加盟。但这个中国人却笑着对他说：“这份工作我不感兴趣，不如你为我工作吧！”这反而勾起了韦思岸的好奇，对方接着说，“斯坦福在亚洲有一项推进科技交流的项目，你是否愿意当顾问，我提供你一张去上海的免费机票。”
为什么不呢？1994年，还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教书的韦思岸第一次受邀访问中国，在北大、清华、复旦、交大走了一圈，留下了美好印象。因此，他又愉快地第二次来到中国，丝毫不怕人生地不熟。在上海第一天，他给纽约的朋友打电话，朋友建议他可以去找谁。几小时、十几通电话以后，就约齐了一个十几人的饭局，而这些朋友的朋友，便是韦思岸在上海最早认识的从事互联网、风险投资的朋友。
之后，韦思岸以斯坦福项目顾问的身份在上海一个论坛作了一次演讲。一个来自中欧商学院的人称赞他“口才很好”并邀请他前往中欧商学院讲授EMBA课程。曾在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担任了三年专职副教授的韦思岸接受了这份意外之喜。如今，他常常奔走于北京、上海，在中欧、交大、清华和长江商学院传授有关互联网、电子商务的EMBA课程，于是便有了今天在清华园专访韦思岸的机会。
人生似乎就是由那么一连串的意外构成，韦思岸似乎很认同这样的说法。“泰国在11月有个水灯节，人们把一艘艘小纸船放入河中，小船随波逐流，有的很快沉没、有的能漂流得很远。有时我在想，我的人生就像那河中的纸船，可能一股风把我带到这个地方，可能另外一股风又带到别的地方。” 说到这里，韦思岸双目微闭，似乎进入沉思。
或许，这能够从心理上解释韦思岸为什么抵达上海第一天就买了一个中国手机号码、第七天居然在浦西买下了一套公寓。“就是觉得上海非常亲切舒适，”韦思岸笑道，“上海对我来说是个安静的城市，在这里我很放松。我不会说中文，浸没在人海之中，周围的人都在交谈沟通，但我根本不知道也不在乎他们在说什么。”
不过，上海也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地方，这个城市所在国家拥有全球最具潜力的互联网市场：全球第二的互联网用户规模、世界上最多的30岁以下的年轻网民；这个城市及其周边地区诞生的互联网企业，如阿里巴巴、盛大、携程等，其商业模式的创新和独特令世界刮目相看。随着2005年开始的互联网第二波高潮的到来，Web2.0的创业热流正在上海、中国蓬勃兴起……
这是韦思岸倍感新鲜兴奋的原因，“2001年，命运把我带到了上海，我所要做的是开展一场精彩的航程。”
亚马逊
亚马逊首席科学家，可能是韦思岸博士经历中最闪亮的头衔，也是第一时间令人肃然起敬的标签，尽管韦思岸离开亚马逊已近两年，而且两年的任职经历不过是他丰富多彩的职业生涯的一个小片段。
2001年底，韦思岸刚在上海安家不久，猎头公司寻上门，询问他是否愿意加盟亚马逊？韦思岸想，这家全球最大的网上零售商店所拥有的用户和数据规模举世罕见，作为研究互联网用户行为的实验室，对他而言，是再理想不过了，欣然受聘。
作为亚马逊迄今为止唯一一任首席科学家，韦思岸面对的是一个数据宝藏，“亚马逊管理着一个庞大的产品矩阵，在这个矩阵中，数百万种产品互相关联，每个产品条目都记录着与该单元相对应的产品的购买人数，这就是在你点击目标时、亚马逊向你进行推荐产品的基础。”
努力在这个数据宝藏里挖掘消费者行为的规律和特点，帮助亚马逊将网站设计成一个人人都愿意来参与的平台，这是2002年到2004年韦思岸在西雅图公司总部考虑的重心。他举例说，“用户上网买东西仅仅是为了比一比哪件更便宜而来的吗？其实并非如此，比如消费者购买产品之后进行评点——他是不是第一个写？写的是什么？评点是否受到关注，这种需求的满足也很重要。因此，网上零售不再是以前那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简单模式，互动参与也是交易过程的一部分。”
韦思岸的努力收效如何？他的回答不无含蓄，“我最大的贡献，可能在于潜移默化地转变他们的观念——认为科学就是计算、编程，让他们更关注人们的行为和消费心理。”
weigend.com

在旧金山和上海，韦思岸花钱买了实实在在的房子，而第三个家则寄居在某台服务器上。任何人只要打开浏览器，点击www.weigend.com，就能拜访韦思岸的第三个家。在那个虚拟的家，你可以找到他的简历、照片、演讲和联系方式，了解他全年的日程安排，甚至掌握此时此刻他在哪个国家的行踪……
这个网上之家，他人看来是暴露隐私，而韦思岸认为，这是必然的生存方式。他说，将来一个人的网络身份非常重要；如果在互联网上查不出一个人的相关信息，这人很有可能被认为真的不存在，数字化生存的基本含义莫过于此。
近十年来，韦思岸一直利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来研究预测人们的行为，从而也无时不在考虑互联网的本质和未来是什么。他认为，将网下的内容和服务加以数字化、搬到网上来，只是第一步；互联网将人们无摩擦地联系起来，本质上，这个网络是没有中心、没有层级权威，人人都可以发表观点意见、分享知识兴趣，近来广泛流行博客便是这一明证。
不过，相互沟通是人们迫切的渴求。当无数用户生产的内容犹如繁星，让互联网成为浩瀚星云，相互间的联系、沟通和发现，就变得重要起来。搜索引擎google通过索引的相关重要性的科学算法为人们搜索信息提供了便利，但用户的人性化、自主性却付诸阙如。日前时兴的tag（标签），便给了人们随意根据自己想法爱好对内容进行分类标注的工具，tag的普及将促使一个由用户而非少数精英组织的知识体系的诞生，使得有相通兴趣的人们能够相互发现，实现人和人的对话沟通。互联网由此成为用户大脑的延伸，授予大众超乎以往的力量……
韦思岸正是为这样一个前景所激动，当他以科学家、教授、创业者或咨询顾问的身份在全球奔走，向人们热情推广互联网的未来，虽然年近五十，看起来和年轻人毫无二致。
“我最喜欢研究互联网的互动行为”
M＝《周末画报》，韦＝韦思岸
M：你对“数字媒体”有什么看法？
韦：经过数字化的媒体内容，让搜索变得更加容易。现在搜索文字已经很容易，但搜索图片依然很难，目前主要的方法是将文字标题或说明加载在图片上，通过搜索相关的文字来实现搜索图片的目的。另外媒体内容数字以后，我们更新相关媒体内容、甚至进行内容重组都将更加容易。
关于数字媒体，我认为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发布信息，把数字化的信息放到互联网上，这时用户就是对信息的简单理解；第二个层面是让用户参与和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第三个层面是由用户自己来创造媒体的内容，让他们自行编辑和创造，用户也因此变成媒体的创作人员。与之对应地，互联网也分为第一代互联网(Web1.0)、第二代互联网(Web2.0)和第三代互联网(Web3.0).
进入1990年代，数字媒体开始考虑互动、多媒体的问题。过去5年，正有越来越多的用户参与到媒体的互动中去。
M：Web2.0和Web3.0的区别在哪里？
韦：现在的互联网上已经出现了很多Web2.0和Web3.0网站，后者更注重互动。简单来说，Web2.0，就好比网络世界上有各种节点，用户在各自的节点往互联网上发表自己的看法。而在Web3.0，这些节点之间可以互动，一个节点上的用户可以发现其他节点上的用户，网站这时就变成一个让大家发现其他人的工具。通过一个共同的网站，用户可以将自己的资料上传上去，他提供的内容实际上就展现了他的个性。而其他用户就可以通过这些资料更清晰地、更深层次地认识他。openbc.com就是一个典型的Web3.0网站，它提供了一个让商务认识公开交流的平台。但现在而言，多数互联网用户之间都只能看到对方姓名、年龄这些基本资料，这样的发现方式过于简单了。
M：作为亚马逊的首席科学家，你研究了那些有趣的东西？
韦：我研究了网络零售业。对于零售业，业界对价格很重视，但实际上消费者其他方面的需求也应该被重视。比如说，在亚马逊上，消费者购买产品之后写的评论，他是不是第一个写，写的是什么，写的评论是否受到了关注，这种需求的满足对于消费者来将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的零售业已经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简单模式，中间多了一个互动的环节，参与互动也是交易的一部分。但互动也不是盲目的，我们要用过算法来实现最佳模式的互动，这时在Web3.0时代需要研究的。
M：怎么样的互动才是最佳的？
韦：目前看来用TAG(标签)去发现和寻找，是个不错的方法，我们可以用TAG识别不同的内容，不同的人。
M：谈谈你在亚马逊做过的最成功的项目？
韦：我热衷于研究人的互动和社会网络。在亚马逊，我们针对人的互动做了一些措施。例如，一个顾客在亚马逊买了一本书，他把这本书推荐给他的朋友，如果后者在一周之后也买了这本书，那么他们两人都可以拿到相当于这本书价格10％的折扣。人的社会关系是如何影响人的消费行为？这种研究非常有趣。
我曾经做过一个关于人的社会关系不对称性的研究，比如说，我说我跟马云很熟，但你问马云，他可能会说他不认识韦思岸。这可能是因为我特别想认识马云，又或者我们彼此跟这段关系的看法不一样。
M：研究“社会关系不对称性”这类问题有什么作用？
韦：通过这些问题可以揭开“发现”过程的一些本质，然后我们可以生成算法，让我们的搜索更加精确。
M：在当首席科学家的两年里给亚马逊带来了什么？
韦：我的最大贡献在于转变了亚马逊的观念。之前他们一只认为科学就是计算，就是编程，我让他们更关注购物心理学、行为经济学、概率模型。生命讲求平衡，科学也是一样，有一些东西比纯技术更重要。
M：为什么离开亚马逊？
韦：如果仅仅在一家公司工作，会局限自己的思想，去不同的公司工作，不同的大学任教，能拓宽我的思路。对我来说，不管是当公司顾问，还是在大学教书，最重要的是去创造价值，帮助别人实现他们喜爱的事业。我喜欢研究人如何用电脑进行交流、创造不同的内容，然后通过这些内容来了解人本身。

